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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央王朝与播州杨氏土司的
文教互动研究

张 建 朝,郑 家 福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中央王朝与治下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文教互动是巩固国家大一统局面、强化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性的具体体现。明代中央王朝为强化对播州的统治,在“以夏变夷”

“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下,与播州杨氏土司展开了积极的文教互动。在双方互动中,直接或间接、明里或

暗里展示出各自的利益诉求与博弈。这些诉求与博弈客观上为双方构筑起了彼此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合

理空间,促使双方在儒学建设、儒学教育、史学教育和凶礼等方面总体展现出自觉、有序、和谐、积极的发展

态势。双方的文教互动不仅提升了播州官民对中央王朝文化、政治的认同感和接受度,强化了明代中央王

朝对播州的统治,也促进了播州杨氏土司的政治存续和播州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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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播州大抵处于四川盆地、湖南丘陵向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广袤千里,介川、湖、贵竹

间,西北堑山为关,东南附江为池。蒙茸镵削,居然奥区”[1]卷64,平杨应龙,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枢

纽。自唐末至明,播州主要由杨端家族为首的土官、土司世袭统治。播州杨氏凭借其广阔的辖地

和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不断壮大自身的实力。同时,在其存续的绝大多数时间中,积极与中央

王朝互动,与中央王朝保持了较为良好关系。到明代,播州杨氏土司已发展成为西南地区土司之

首,“盖自汉之夜郎,唐宋之南诏、大理而外无出其右者”[2]。鉴于播州重要的区域位置、杨氏土司

的较强实力和边防稳定之需要,明代中央王朝在治理播州时,采取了军事、政治与教化相结合的

方略,“其道在于羁縻”“其要在于抚绥得人,恩威兼济”[3]卷310,土司,7981。

近年来,随着播州杨氏诸多墓葬的发现与海龙屯土司遗址的成功申遗,学界对播州杨氏土司

的关注度与研究明显升温。已有的研究如裴一璞、张文的《拒绝边缘:宋代播州杨氏的华夏认

同》[4]、陈季君等的《播州土司史》《播州民族文化研究》[5-6]等分别在讨论播州杨氏的华夏认同、学

校教育和葬制葬俗等问题时,有限度地谈及了播州杨氏与中央王朝的文教互动问题。本文拟对

明代中央王朝与播州杨氏土司的文教互动作进一步专门探讨,以明确二者文教互动的动力需求、

博弈情形,进而呈现出二者的文教互动状况及其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性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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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代中央王朝的少数民族文教政策溯源

学界对于中国古代“中央王朝”概念尚无统一界定。本文所论中国古代中央王朝,系指政治、

文化 空 间 位 居 传 统 中 心 区 域,“领 有 天 下”主 体,由 某 一 家 族 统 治 的 朝 代 或 其 统 治

者[7][8]语词卷,3602[9]107。中国古代所谓“文教”,系指统治者通过建立学校、发布文书、进行谈话、艺术

表演等方式,以知识为媒介,以道德、伦理、法律为依据,对所属官吏、民众等社会群体进行的政治

教 育、文 化 教 育 和 道 德 感 化,以 促 使 其 身 心 符 合 相 关 制 度 与 社 会 规 范 的 要

求[8]哲学卷,619、684;语词卷,866[9]1786、1787[10]。“文教”是中国古代典籍出现频率较高的概念之一,如《尚书》有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11]卷2,禹贡,《申鉴》有“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12]政体第一,
《晋书》有“魏武帝以经略之才,拨烦理乱,兼肃文教,积数十年”[13]卷46,刘颂,《河南府同官记》有“武
志既扬,文教亦熙”[14],《谢欧阳内翰书》有“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15]等。文教内容主要以“礼
乐”“仁义”“忠恕”“中庸”“德治”“仁政”“法治”为主[16]。大凡中国古代有作为的统治者都能认识

到“教立于上,俗成于下”的道理[17]卷68,汉纪六十,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文教政策,强化对国家和社

会的治理。在边疆和民族地区,中央王朝也总是通过发展文教,促进这些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社会

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强化人民的国家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周代统治者重视文教,

以道德、伦理作为治国的重要手段[18];汉代统治者广泛设立学校,儒法兼施、外儒内法,以道德、

伦理和法律作为治国的重要方式,一些地方官员或儒士在蜀郡、牂牁郡等地进行了教育实践①;

汉之后,历代统治者在沿袭前代文教政策基础上而略有损益。大兴文教成为中国古代历代中央

王朝民族边疆治理的一种基本方略[19]。

中国古代中央王朝对边疆和民族地区文教政策的思想基础是先秦时期产生的“以夏变夷”与
“因俗而治”思想。“以夏变夷”系指“用汉族先进的文化,去感化周边少数民族,使其知礼义,以归

附朝廷”[20]8。在周朝的夷夏观中,“以夏变夷”思想是其“主流导向”[21],先秦时期的孔子和孟子

以及后来的柳宗元和叶适等对此有诸多阐述。东晋十六国时期,在“以夏变夷”基础上,出现了

“夷可主夏”思想[22],成为北朝及之后诸多少数民族政权用以说明其正统性、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而“因俗而治”系指中央王朝统治者对与中央王朝核心统治区域发展阶段、文化习俗有所不同的

边疆和民族地区所采取的“因地制宜的差异化”的统治和管理方略[23-24]。成书于先秦时期的《礼
记·王制》就有“因俗而治”之说[23],这一思想根源于“‘大一统’治理格局下”的“多元的、一体的、

有中心的中华古文明的特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进程”、含有多一关系的“中国哲

学”,以及相关伦理认同[24]。中国古代历代中央王朝都将“以夏变夷”与“因俗而治”作为“边疆治

理的首选之策”[23],运用适宜的文教手段缓和、化解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明代中央王朝统治者

虽仍带有较重的民族歧视倾向,然而其受到“华夷一家”“一视同仁”等思想影响,仍然将“以夏变

夷”与“因俗而治”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文教政策的指导思想。与元、清相比,明代中央王朝的文教

政策不仅更加具有开明性、灵活性与机动性,能因俗、因地、因时而定,而且具有“威德兼施”“刚柔

并济”“南北有别”等特点[20]序言,2-3;12-13[25]。

明代中央王朝在东北、西北、西南等“边疆民族区域大兴文教”[26],希冀通过文教来促使这些

地区的官民从内心认同、接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伦理纲常规范,增强对中央的认同感与接受

度,从而消弭其反抗心志[20]4。明太祖格外重视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文教[20]2,并以“古昔圣帝哲

王”为 榜 样,认 为 文 教 “有 大 公 德 于 天 下 后 世”[27]卷108,洪武九年八月丙申,1799,“教 化 行 而 风 俗

美”[27]卷96,洪武八年正月丁亥,1655,强调“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故礼教明于朝廷,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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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西汉景帝时的蜀郡太守文翁,东汉桓帝时的牂牁郡人尹珍,东汉章帝时的蜀郡太守王追。



风化达于四海”[27]卷202,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己酉,3025。他要求在全国设立儒学,将“文德以化远人”作为治理边

疆民族地区的文教政策[26],鼓励土司遣其子弟进入中央教育机构读书,奖励少数民族子弟就读

儒学[20]64。明成祖增加边疆民族地区儒学,“在京城设立四夷馆,教授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以利

于中央与各地少数民族的交流”[20]64-65。此外,明代中央王朝还通过“鼓励少数民族参加科举考

试”、赐书[20]64-65、史学教育与制定礼仪等多种方式来推行文教政策。

二、明代中央王朝与播州杨氏土司文教互动中的利益诉求与博弈

中国古代中央王朝与治下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良性互动是统一国家运行的有效方式,亦是

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性的具体体现。在谨慎、宽容与灵活的民族政策下,明代中央王朝与播

州杨氏土司在文教方面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表现为明代中央王朝的中央文化“同化”诉求与播

州杨氏土司的地方民族文化存续和发展诉求,围绕这些诉求,二者展开了长期的和多形式的博

弈。总体看,二者各自的诉求与博弈呈现出自觉、有序、和谐、积极的互动态势,并在互动中不断

交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央王朝文化越来越深刻地为播州杨氏土司所认同和接受。明代播

州杨氏土司则在力图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自觉融入中央王朝文化之中[28],从而获得

中央王朝更多的包容和更大的时空存续。

社会学家在“描 述 族 群 之 间‘相 遇’的 过 程 或 结 果”时,常 用 到“同 化”(assimilation)一
词[29]54-55。“同化”源于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间性”,而“文化间性”蕴含文化“相对同质性”且能彼

此互动的学理[30-31]。文化“同化”系指两种及以上文化在交往、交流与交融等过程中,为适应新环

境、获得新发展,彼此逐渐发生改变,会自觉、不自觉地导入对方的文化因素,并与自身“文化中的

相应因素发生融合、替代等的过程”[8]世界地理卷,133-134;心理卷,529;政治学社会学卷,580。在文化“同化”过程中,发
生接触的两个族群的文化均可能发生变化[29]56,但变化程度往往有所差异。

根植于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明代中央王朝极其重视华夷关系。明太祖曰:“朕既为天下主,

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27]卷53,洪武三年六月丁丑,1048;“朕以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

廷赤子”[27]卷108,洪武九年八月庚戌,1801;明成祖曰:“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
朕赤子,岂有彼此?”[32]卷264,永乐二十一年十月己巳,2407;“治海内海外,一视同仁”“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
有彼此之间?”[32]卷30,永乐二年四月辛未,533-534。明代统治者“华夷一家”的大一统观念,促使他们十分重视

对治下汉族与少数民族等官民的教化。明太祖在巩固大一统国家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文教系治

道 之 本[27]卷203,洪武二十三年七月壬辰,3035;卷231,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癸亥,3392, 能 从 根 本 上 培 养 人 的 德

性[27]卷43,洪武二年六月丁卯,844。基于大一统观念和历史经验的总结,明初统治者对播州等周边少数民族

地区的治理,采取了“文德怀柔远人”之策[33]198,将文教作为“以夏变夷”的重要途径,通过与播州

官民的文教互动,促使播州官民融入并“同化”于中央王朝文化。

播州杨氏在明以前已有了良好的中央王朝文化基础。自宋代始,播州杨氏在儒学建设、儒学

教育、宗教建设、伦理道德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相关华夏“符号”的文教构造[4],到元代,播州地区的

文化教育事业和汉化进程有了显著发展,“蛮荒子弟多读书、攻文字,士俗大变”[34]卷32,选举,991,“世
转为华俗渐于礼,男女多朴质,人士悦诗书,宦、儒户与汉俗同”,“凡宾客会聚,酋长乃以汉服为

贵”[34]卷20,遵义军图经,553。而播州杨氏“子孙亦绳绳善继,尊尚伊洛之学,言行相顾,一如邹鲁之俗,昔
之争斗夺攘之祸,亦几乎熄矣。何其盛欤?”[35]杨氏家传,1131。一些学子参加中央王朝的科举考试,冉
从周、犹道明、赵炎卯、杨邦彦、杨邦杰、杨朝禄等多名学子成为进士[34]卷32,选举,992。明代播州杨氏

土司以史为鉴,深谙与中央王朝文教互动并主动融入中央王朝儒家主流文化的重要性。《杨氏家

传》有载:“呜呼! 杨氏以一姓相传,据有土地人民,侈然如古之邦君。由唐历五季,更宋,涉元,几
六百年。穹官峻爵,珪祖照映,亦岂偶然之故哉? 盖蒙诗书之泽,涵濡惟深,颇知忠荩报君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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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天 有 以 相 之 欤?”[35]杨氏家传,1131-1132 因 此,明 代 播 州 杨 氏 土 司 普 遍 “慕 华 风”“与 汉 俗

同”[36]卷72,播州宣慰使司,1129。如杨升“请开学校,荐士典,教州民,益崇习诗书礼义”[36]卷72,播州宣慰使司,1131,

且“著诗撰文出人意表”,主播期间入朝九次,在徐州恭迎明成祖并得到召见[37]56。杨纲“‘其事亲

也孝,其守职也勤,其用人也信’。性恬淡,良辰佳节,必赴亲朋挚友处饮酒赋诗。……尊重阅历

丰富的学问之士,‘爱恤黎庶’”;“领播期间,曾‘三朝京师’”[37]58-59。杨辉“诸《经》《子》《史》,皆博

览之,兴有所到,形之歌咏,得唐人之音响。大书行草书,皆遒劲可爱。此其于文学也甚工。早失

怙,事母夫人恪尽礼意,此其共子职也甚孝。处宗族,和而有礼;抚卑幼,慈而有恩;治兵民,威而

不猛,此其待人也甚恕。独居燕处,亦必以礼自防,……修学校、延明师,育人才,而致文风日盛于

前,此其崇儒术也甚至。……比入觐,诏陪庆成宴于奉天殿”[34]卷31,跋退斋杨侯挽诗之后,965。杨斌“复为其

子相请入学”[3]卷312,播州宣慰司,8043,并“日与神霄诸弟子讲《周易》,论心性”[34]卷11,紫霞石室碑记,344。这些情

况表明,明代播州杨氏土司普遍认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央王朝文化,希冀通过与中央王朝的

积极互动,在辖区推行中央王朝文教政策,一方面实现文化水平、治理水准提升。另一方面,进一

步建构和彰显自身的华夏“符号”,契合中央王朝的利益要求,实现自身政权的存续。

依据文化冲突与文化同化理论,在明代中央王朝与播州杨氏土司的文教互动过程中,由于以

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明代中央王朝文化处于中华文化圈中较成熟、占统治地位的层次,总是处于显

性和优势的地位,其会“依靠政治、经济力量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和交往规则”,“以自身视域去构

建他者并压缩其话语权”[31]。而播州杨氏土司文化具有地方性和少数族群性,属于缄默性文化,

往往处于隐性和弱势的地位。然而,在播州杨氏土司与中央王朝文化的互动中,其总是有保留自

身族群文化特色的利益诉求,并与中央王朝的文化“同化”要求进行博弈。只不过播州杨氏土司

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能够认识到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央王朝文化的价值,充分利用中央

王朝的民族政策,尽可能契合中央王朝的利益要求。因此,他们与中央王朝所进行的博弈既是必

要的,也是十分有限度的。

明代中央王朝与播州杨氏土司之间的文教互动是在多民族大一统这一时空条件下展开的,

是占统治地位的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央王朝文化与治下的地方少数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与交融,

互动的背后所体现出的核心是彼此的政治利益。在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中,政治利益的重要构

件是大一统的地理空间与中央政治集权需求[38-39]。政治上的地理空间系指一个国家的领土、领
海与领空,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与重要基础。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地理空间观”是借

助“‘天下’‘四方’‘四海’‘九州’‘畿服’等概念构建起来的地理概念”,其涵盖范围是不断扩展

的[38]。而中央政治集权系指中央集中领导全国范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项事务,对全

国各项事务具有最高、最终的决策权与行政权,地方向中央负责并绝对服从中央,这是中国古代

政治演进的一大特色,亦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共同价值理念”之一[40-41]。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政治

集权观源于“宗族性协作农业”[41],是在政治主权观基础上形成的。明代中央王朝对播州的地理

空间与政治集权等政治利益诉求,正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在政治上的一种体现,符合其正统王

朝的地理、政治定位。明代在长达276年的存续时空中,坚持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即是其政

治诉求的一种典型反映。

明代中央王朝的政治利益诉求促使其在处理西南地区问题时,一方面因袭元制而有所损益,

对其首领“假以爵禄,宠之名号,使之仍按旧俗管理其原辖地区”,并使之“承担一定的政治、经济、

军事等义务”[33]导言。另一方面则希望借助文教对其官民进行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道德感化。

在明代,播州杨氏土司于洪武五年(1372)至京师,“贡方物,纳元所授金牌、银印、铜印、宣敕。诏

赐铿等绮、帛、衣服,仍置播州宣慰使司,铿、琛皆仍旧职,改总管为长官司,以婴等为长官司长

官”[27]卷71,洪武五年正月乙丑,1318-1319。这从法理意义上标志着播州成为明朝的一部分,但并不意味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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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与身心的彻底归附。明代中央王朝深知播州杨氏土司的归附,主要系威慑于中央的实力、威
信及其归顺传统,其会随着彼此实力消长而时叛时附。“治道必本于教化,民俗之善恶即教化之

得失也”,推行文教,使臣民成为“好仁者”“好义者”,进而则会风俗美、国家兴;“苟不明教化之本,

致风俗陵替,民不知趋善流而为恶,国家欲长治久安不可得也”[27]卷203,洪武二十三年七月壬辰,3035。因此,明
代中央王朝立足于自身定位和大一统政治利益需求,对播州土司采取了完善制度与适时教化相

结合的治理方略,“抚以恩信,宽以文法,盖治之以不治也”[42]卷282,成化二十二年九月乙丑,4781[43]。

相对于中央王朝大一统的政治利益诉求,播州杨氏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诉求主要是播州地方

政权的政治存续。他们希冀政治上得到中央王朝认可,使其统治播州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助其生

存与发展。基于此诉求,明代播州杨氏土司在家族渊源建构、朝贡、述职、征召等方面做出了一系

列努力。《杨氏家传》有载:“杨端,其先太原人,仕越之会稽,……唐末南诏叛,陷播州,久弗能平。

僖宗乾符三年,下诏募骁勇士将兵讨之。……端与舅氏谢将军诣长安,上疏请行。行次蜀,……

蛮出寇,端出奇兵击之,大败。寻纳款结盟而退。唐祚移于后梁,端感愤发疾而卒,子孙遂家于

播,宋赠太师。”[35]杨氏家传,1123这一记载旨在说明播州杨氏的祖籍为太原,其政权建立者杨端是奉唐

王朝之命到播州平定叛乱、收复播州,这一政权具有合法性。《杨氏家传》的部分记载可能是播州

杨氏将自身来自华夏的故事进行放大的结果[44],所言未必可信。然而不管真相如何,至迟到明

初,播州杨氏家族已将自身政权定位为得到中央王朝诏赐的合法地方政权。一旦有机会,播州杨

氏即希冀通过献土、朝贡、受命与受赐等方式而成为中央王朝的一部分。播州杨氏的政治利益诉

求,契合了中央王朝政治利益的需要,于是中央王朝往往会予以回应。据统计,自唐末杨端入播

到明初杨铿正式归属明朝前,播州杨氏家族统治播州长达496年之久,期间除有210年因为国家

大分 裂、播 州 内 乱 等 而 游 离 于 中 央 王 朝 外,其 余 的 286年 皆 属 于 中 央 王 朝 的 有 效 管 辖

区[34]卷31,播州安抚、宣抚、宣慰司杨氏,951-962。播州杨氏归顺中央王朝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希望通过中央王朝的

诏赐,使其政权及世袭统治获得法理支持,这同时也意味着播州杨氏的“忠”主要是忠于“流水的”

中央王朝。因此,播州杨氏每当中央王朝发生大乱之时总会出现反复,游离于中央王朝的有效管

辖;当中央王朝出现改朝换代,往往又会向新的中央王朝称臣纳贡、献地内附[6]72-73。

在明朝建立至平播战役前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播州杨氏土司遵循中央王朝之规定,或直接由

领主带队,或间接派遣属下入京朝贡、述职,并服从征召。据统计,自洪武元年到万历二十四年

(1596),播 州 杨 氏 土 司 的 纳 贡 次 数 不 少 于 141 次,服 从 征 召 次 数 不 少 于 20
次[3]卷312,播州宣慰司,8040、8042[27][32][42][45-52][53]卷5,夹攻巴蜀,108;卷13,剿平蜀盗,288;卷13,剿清平苗,299[54][55]卷19,永宁开河事迹。即 便

在中央王朝与播州杨氏土司矛盾激化的万历二十四年,“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子杨朝栋各进大

木二十根以备大功之用,下兵、工二部”[52]卷301,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癸未,5650。此外,在自万历十八年贵州巡

抚叶梦熊、巡按陈效上奏杨应龙罪行到杨应龙正式叛乱前的约6年时间里,虽面临地方流官的告

状、勘问,但杨应龙仍不想反叛,希冀采取缴纳赎金、带兵征倭、上书告白、面缚请罪、执交罪人等

方式和解;在面临流官派兵征讨时,虽有反抗,然仍以自保为主;直到其次子杨可栋死于重庆,杨
应龙才终定反叛之心[3]卷312,播州宣慰司,8045-8047。上述情况表明,明代播州杨氏土司立足于家族渊源,

拥有一定的中央王朝归属感,绝大多数时候会将播地及其官民视为中央王朝的一部分,在政治、

文化、军事等方面大致向中央王朝靠拢。同时,他们通晓中央王朝认可对自身的重要性,希望通

过与中央王朝的自觉互动和积极履责,获得中央王朝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可,实现世袭统治和拥

有一定的独立地理区域、政治空间之政治利益目的。

总体看,明代中央王朝与播州杨氏土司的文教互动及其背后体现出了彼此的政治利益博弈,

双方在维护各自利益的同时,彼此均有让步,由此为各自构筑起合理的交往、交流和交融的互动

空间,并呈现出自觉、有序、和谐、积极的发展态势。一方面,较成熟、占统治地位而又极具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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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灵活性的中央王朝文化逐渐“同化”相对弱势的播州地方文化,促使播州官民日益接受其价值

理念,同时保留了地方民族文化特色。另一方面,中央王朝文化亦融入了播州地方文化的部分元

素,丰富了中央文化的内涵。而最终的结果是播州地方文化逐渐融入中央文化圈,中华民族的多

元一体性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进一步巩固。

三、明代中央王朝与播州杨氏土司文教互动的成果展现

在自杨铿归附至杨应龙正式叛乱前长达224年的时间里,中央王朝与播州杨氏土司的文教

互动频繁且成果丰硕(见表1)。
表1 明代中央王朝与播州杨氏土司文教互动的主要成果展现

时间 儒学建设 儒学教育 史学教育 凶礼

前半期
(约112年)

中央:(1)太祖诏令
“云南、四川边夷土
官,皆设儒学,选其
子孙弟侄之俊秀者
以教之”[27]卷239,洪武

二十八年六月壬申,3475-3476。

(2)太祖同意在“四
川贵、播 二 州”等
“宣慰使司及所属
安抚司、州、县”“设
儒学”[27]卷241,洪武二十

八年九月甲辰,3502。
播州:杨升于建文
二年“在宣慰司北
旧乡学”基础上“建
为播州长官司学”,
该司学于“永乐四
年 升 宣 慰 使 司
学”[36]卷72,播州宣慰使司,

1129。

中央:(1)“播州、贵
州宣慰使司并所属
宣抚司官各遣其子
来朝,请入太学”,
太祖允许且令国子
监 官 员 “善 为 训
教”[27]卷202,洪武二十三年

五月己酉,3025。(2)英
宗:“命各处土官衙
门应继儿男俱照军
生例 遣 送 官 学 读
书、乡试,其相离地
远者,有司计议或
二卫、三卫设学一
所”[47]卷119,正统九年闰七

月辛丑,2410-2411。

中央:(1)太祖对杨
铿曰:“尔先世世笃
忠贞,故使子孙代
有爵土。然继世非
难,保业为难,则志
不可骄,欲不可纵,
志骄则失众,欲纵
则灭身。尔能益励
忠勤,永坚臣节,则
可保 世 禄 于 永 久
矣”[27]卷108,洪武九年八月

乙未,1798。(2)太 祖
对杨铿曰:“尔与田
弘正皆世守思、播,
而尔之忠勋视弘正
为多”[27]卷161,洪武十七

年四月丙申,2508。(3)太
祖“谕以守土保身
之 意,赐 钞 五 百
锭”[27]卷186,洪武二十年十

月壬子,2787。

中央:(1)明器:“一品、二品八十事,三
品、四品七十事”[3]卷60,丧葬之制,1485。(2)
志石:“志石二片,品官皆用之。其一
为盖,书某官之墓。其一为底,书姓
名、乡里、三代、生年、卒葬月日及子
孙、葬地。妇人则随夫与子孙封赠。
二 石 相 向, 铁 束 埋 墓
中”[3]卷60,丧葬之制,1486。(3)碑碣:“五品以
上用碑,龟趺螭首。……功臣殁后封
王,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广
三尺六寸,龟趺高三尺八寸。……二
品麟凤盖,三品天禄辟邪盖,……首视
功臣殁后封王者,递杀二寸,至一尺八
寸止。碑身递杀五寸,至五尺五寸至。
其广递杀二寸,至二尺二寸止。趺递
杀二寸,至二尺四寸止”[3]卷60,碑碣,1487。
(4)坟 茔:“一 品,茔 地 周 围 九 十 步,
……二品,八十步,……三品,七十步,
……以上石兽各六。……一品坟墙高
九尺,二品至四品递杀一尺,……一
品、二品石人二,文武各一,虎、羊、马、
望 柱 各 二。 三 品 四 品 无 石
人”[3]卷60,坟茔之制,1487。(5)丧 礼:“刻 志
石,造明器,……施铭旌志石于圹内,
掩 圹 复 土, 乃 祠 后 土 于
墓”[3]卷60,品官丧礼,1490。
播州:杨氏土司墓葬,大致符合中央规
制,细节方面有出入。①

后半期
(约112年)

播州:“万历初年复
建学”,旋废。[56]卷5,
播上,6

中央:孝宗同意“土
司应袭子孙宜视近
例,十岁以上者俱
送附近宣慰司或府
州县学”。同意“读
书习礼”的“宣慰、
安抚 等 官 应 袭 子
孙”“至袭授时”“免
委官保勘,止取亲
管并 学 官 结 状”,
“其不由儒学读书
习 礼 者,不 听 保
袭”[48]卷151,弘治十二年六

月壬子,2676。
播州:杨斌“复为其
子相请入学,并得
赐冠带”[3]卷312,播州宣

慰司,8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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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已发掘的明代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相关资料。



  由“表1”可知,在明代中央王朝与播州杨氏土司文教互动的前半期(洪武五年正月至成化二

十年六月),中央王朝比较重视对播州杨氏土司的文教教化。这一时期的文教举措主要体现在:
(1)要求设立儒学,进行儒学建设;(2)从鼓励播州等土司之子接受儒学教育发展到要求“土司衙

门应继儿男”接受儒学教育;(3)进行史学教育;(4)在凶礼方面,中央王朝为包括播州杨氏土司在

内的广大官民在明器、志石、碑碣、坟茔、丧礼等方面做出规定。其中,明代中央王朝要求设立宣

扬中央文教之儒学,这是普及儒学、实现教化的必要措施,有助于播州官民的儒化,有利于为中央

王朝培养具有儒家精神的人才,有益于中央政策的落实与推广。鼓励土司之子接受儒学教育,对
土司应继人入学做出要求,允许土司子弟以“特恩、岁贡、选贡”等方式进入太学学习[33]199-200,会
“因其慕义,特允其请”[27]卷202,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己酉,3025,给予特殊关照和奖励[33]199-202,这有利于规范土司

继承制度,有助于培养土司子弟懂得并遵守儒家道德伦理规范和礼乐制度,使他们在思想文化、
行为礼仪等方面符合中央王朝的相关规范与要求。适时运用历史知识对播州土司予以教诲,使
他们明白忠于朝廷、谦虚谨慎是其家族世代拥有爵土的原因,从而引导其进一步理解以史为鉴的

守土保身之道,明确自身的政治定位,效忠于中央王朝。而凶礼方面的制度,则系明代中央王朝

对治下官民于灵魂深处方面的文教规范。此外,明代中央王朝在施政中秉承儒家伦理精神进行

道德感化,适时用教化方式处理相关问题,如:中央诏令杨升“宜再遣人抚谕”“梗化不服,聚众劫

掠”的“重安长官司所辖当科、笃雍等十一寨蛮人”,“升如上旨,遣官赍敕,宣朝廷恩德,遂皆归

化”[32]卷90,永乐七年四月庚子,1191。对于明代中央王朝的文教举措,播州杨氏土司大都予以响应:(1)遵守

中央办学诏令,修建儒学,建文年间播州官学建成并于永乐年间得以升级规格;(2)派遣土司子弟

进入官学学习深造;(3)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遵守中央下达的守土、朝贡、征召等命令,践行儒家精

神;(4)凶礼方面,播州杨氏土司的墓葬虽仍然带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但根据其对应职级,大体遵

循中央王朝从三品、正三品或从二品官员的葬礼规定①。如果将已发掘的明代播州杨氏土司墓

葬置于明代相关文化中进行考察,便可发现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选址、形制、规格、结构、规模,墓
室外的墓碑、石阶、石门、八字墙、石狮、石翁仲、周围墙,墓室内的墓志铭、随葬品以及壁画等,在
很大程度上带有与明代中央王朝类似的儒、道、释三教融合的色彩以及“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

念,体现了明代中央王朝与播州地方文教互动背景下播州杨氏土司对中央王朝文化的认可、学
习、效仿与吸收,表明他们已经在灵魂深处接受了中央王朝的相关文化。同时,播州杨氏土司在

丧葬方面亦有一定地方特色,如腰坑与石椁的广泛使用。这反映了明代播州杨氏土司在葬制、葬俗

等方面既仿效中央王朝,又保有自身特色,具有二重性特征[3]卷60,礼十四,1485-1491[5]139-154[6]234-239[28][57-59]。
在明代中央王朝与播州杨氏土司文教互动的后半期(成化二十年七月至万历二十四年十二

月),除孝宗发展了对土司职位承继人的儒学要求外,中央王朝大体遵循之前的文教举措。此时

期的播州 官 学 旋 设 旋 废,有 杨 斌“复 为 其 子 相”请 求 入 学 的 记 录,有 杨 相 请 求 赐 书 的 记

录[50]卷13,嘉靖元年四月乙未,462。从“表1”所列史料可以看出,二者的文教互动在前半期较为频繁,后半期

则明显减少。互动节奏的增减,主要取决于二者间的实力与地位的变化。在前半期,中央王朝的

政治、军事等实力较强,能对治下的播州等地方政权形成足够威慑力,且中央王朝统治者大都励

精图治[60]29-30、37-40、45-46、48-50、56-59,较为关注播州等周边民族地区的政治与文化诉求,重视对其实施教

化。而播州杨氏土司基于中央王朝的强大实力、自身的历史传统及世袭统治播州的经验和现实

需要,对中央王朝的文教政策大多积极回应并予以落实,并以此促进播地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

展。因而,此时期中央王朝与播州杨氏土司的文教互动频繁,成效显著,总体上呈现出自觉、有
序、和谐、积极的态势。在后半期,由于中央王朝的政治、军事等实力有所下降,国内外矛盾日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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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明代,播州宣慰使属于从三品官员;然而有些播州宣慰使会得赐高于此品级的职衔,如:杨烈被封为镇国将军(从二品),

杨辉与杨爱被封为昭勇将军(正三品)。



尖锐,加上统治者大都较为荒政、怠政[60]28-34、36、39、43-44、46-47、51-53、56-60,已没有多少精力和时间关注播

州杨氏土司的文化与政治等诉求,也疏于对播州土司的文教教化。而此时期的播州杨氏土司的

政治、军事等实力却在相对增强,对中央王朝也有了更多的利益诉求。在中央王朝国力不足且忽

视或不能满足播州土司的利益诉求而又疏于教化的情形下,播州土司对中央王朝的“忠诚”及其

看待中央王朝文教的视角也逐渐变化,对中央文教不如之前重视[5]136。其中,末代领主杨应龙尤

甚。据载,万历初年,儒学再建于播州,当“州民有补弟子者,谒应龙行衣冠礼”时,竟出现“应龙不

悦,立毁学宫,禁民习儒”事件;杨应龙甚至“杀死岳母嫡妻等命,阉割民人为太监,夺占幼妇为绣

女,杀死长官,抄没亲叔等”[56]卷5,播上,6,犯下与国家法制、礼乐制度、儒家伦理等严重相悖的滔天罪

行,直接导致明代中央王朝与播州杨氏土司文教互动中断并最终走向破裂。

四、结语

明代中央王朝与播州杨氏土司文教互动关系的生成与维系基于彼此间的文化、政治等利益

诉求与博弈,这一互动的本质是中华民族内部文化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

一体性的具体体现。明代中央王朝与播州杨氏土司通过文教互动及其围绕各自的文化、政治等

利益所展开的博弈,总体呈现出良性的态势。通过双方的文教互动,增强了播州官民对中央王朝

的文化与政治认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央文化与播州地方文化实现了进一步融合,播州杨氏

土司亦得以实现长时间的文化发展与政治存续,有利于明代的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有助于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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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ulturalandeducationalinteractionbetweenthecentraldynastyandthelocalregimeofethnicminorities
underitsruleisanimportantmeanstoconsolidatenationalunityandstrengthenthecommunityoftheChinesenation.
ItisalsoaconcretemanifestationofthediversityandunityoftheChinesenationalcommunity.Tostrengthenitsruleo-
verBozhou,theMinggovernmentengagedinactiveculturalandeducationalinteractionwithchieftainYanginBozhou
underthenationalpolicyof“assimilatingbarbarianswithChinesecivilization”and“rulingaccordingtocustoms”.In
theinteraction,theirrespectiveinterestdemandsandgameswereshowed,directlyorindirectly,openlyorsecretly.
Thesedemandsandgamesobjectivelycreatedareasonablespaceforbothsidestocommunicate,exchangeandintegrate
witheachotherandpromotedthemtoshowaconscious,orderly,harmonious,andpositivedevelopmenttrendinConfu-
cianismconstruction,Confucianismeducation,historicaleducation,andfuneralrites.Theirculturalandeducationalin-
teractionenhancedtherecognitionandacceptanceofthecultureandpoliticsofthecentraldynastyamongtheofficials
andciviliansinBozhou,strengthenedtheruleoftheMingdynastyoverBozhou,andpromotedthepoliticalsurvivalof
ChieftainYangandthedevelopmentofsocialeconomyandcultureinBo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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